尊敬的编辑
您好！感谢审稿人详实的审稿意见，为本文的进一步完善提供了建议与思路。必须承认的是，营业性演出业黄牛党治理一直是一个让人头疼的事情，本篇文章的起源就来自于本人一次抢票经历，使本人对此问题产生了兴趣。但随着深入研究发现，对黄牛党的治理是一个复杂的难题，在最初的版本中，本想围绕青年黄牛党现象（以学生为主的群体）进行分析，但囷于材料等限制，只是作为补充在此篇文章中展现。诚如审稿专家所指出的文章有些地方“存在泛泛而谈”的情况，这既源于实践问题的复杂性，也受到本人知识水平的局限性。
以下本人针对编辑所提出的意见进行回答
1.建议（一）第一章，建议应更多关注于法律风险的识别，而非泛泛而谈；（二）大量的案例建议放在引言部分。
修改：对文章第一部分从内容到标题进行了针对性修改，提高其法学色彩；将一些案列进行删除处理，因为这些案例多来自于新闻报道等，为了避免争议等，对其进行删除处理。
2.（三）文章标题大量采用冒号形式，建议一句话点明观点，不要用过多冒号，造成标题的繁复；
修改：已对文章各标题进行简化处理。
3.（四）第二章治理困境的分析大量停留在现象层面泛泛而谈，缺少法学视角的专业化问题聚焦；（六）提出的解决方法过于宏观，缺少真正实际上的意义；（七）“拓展执法空间：线上与线下打击并行”部分更多在讨论多主体的合作，而非线下线上方式的结合；；（十）建议将第四章的风险规制理论放在第三部分的进路论述。
修改：针对第二部分进行针对性修改，将第二部分分为正常转售与违法倒票的行为边界不清、行政处罚与刑事制裁的责任衔接不足、现行票务规则难以涵盖实际境况、平台责任与协同治理不充分等四部分，更加专注其法学色彩。针对（六）（七）（十）在文章第三部分进行了针对性修改，在立足实践的基础上，以风险预防为导向、差异化工具的配置、转售行为的的边界、协同治理等进行分析。针对实践中与法律中行为区分与认定困难，进行细致划分。
4.（五）参考的注释中国外部分大量均是非法学期刊，权威性需注意；（九）“官方解释了最低销售门票数量不得低于70%的原因主要是出于尊重行业协会和票务部门的意见，因为其中包含一些必要的赠票”没有引注；
修改：黄牛治理不仅是法学所关注的问题，同样是经济学、体育学等关注的，不同学科研究提供了不同视角，目前对文献做了部分调整；针对（九）已在文中明确了官网的报道。
5.（八）“在必要性以及均衡性原则的审视下，将加价转售行为均认定为违法，会造成过罚不当的情况，显然不符合比例原则的具体要求。”为什么得出这样的结论没有说明理由，过的大小程度以及罚的大小程度的比较并不深入；
修改：在文中第三章第三节中进行说明，“比例原则作为行政法上的“帝王原则”在其中的运用显得尤为重要，如果仅因转售金额略高于票面金额就对其进行行政处罚，不符合比例原则的要求。从比例原则三个子原则的具体展开来看，虽然在实践中对适当性的要求相对较低，只要手段与目的存在关联一般不会认定违背适当性要求，必要性原则要求在相同有效性下的最小侵害，均衡性原则并不一定要求手段所增进的利益大于其造成的损害，二者之间成比例即可。对职业化、规模化倒票进行处罚，有助于维护票务市场秩序，符合适当性要求；但将所有加价转售行为一概认定为违法，并非相同有效性下的最小侵害手段，难以满足必要性要求；对偶发、小额、非营利性转售适用与职业化倒票相近的处罚后果，也可能导致法益侵害程度与处罚强度失衡，进而违反均衡性要求。由此，未经区分将加价转售行为均认定为违法，显然不符合比例原则的具体要求。”
黄牛问题是一个综合性问题，所以从社会治理角度进行切入再从法学角度看显得有些不聚焦，这也确实是本文在写作时所面临的困难，一方面既想将实践中的黄牛运作完整呈现，但又从篇幅占比以及避免写成介绍性的文章考虑，对其进行略写与简化；所以本篇文章关注的可以说是一个“大问题”，但在写作时确实面临解决方案困难的问题，目前均已进行针对性调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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